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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交替传译策略使用特征
—基于有声思维法的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对比研究
王巍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德超 香港理工大学
摘 要：本文在考察 9位学生译员及 9位职业译员汉英交传口译实验有声思维数据的基础上，总结了两者最常用的
7种口译策略，探讨双方在口译策略运用上的差异和原因。研究发现，学生译员通常是由于自身认知负荷或能力所
限而不得不采取口译策略，而职业译员则是出于让译语更为地道、更灵活分配认知处理能力和让听众更好理解主要
信息而采取的前摄行为。造成双方策略运用有别的原因与译前准备、笔记与记忆、语言能力、紧张焦虑和听众意识
这五大因素有关。通过对学生译员及职业译员的口译决策思维过程的对比，本研究有助于学生译员了解真实口译活
动过程中职业译员的决策行为，从中获得具体的口译学习改进方向，亦能为口译教学训练方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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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替传译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引导学生综合
掌握相关口译技能，并根据口译任务采用适当的策
略。这些技能和策略，通常以口译教师归纳相关原
则的方式传授予学生。学习过程中，有些学生能很
快在口译实践中应用这些原则，但有些学生即便背
熟这些技能或策略却依然无从下手。在口译教学课
堂中，尤其是当观摩了教师的示范或职业译员的口
译表现后，学生常常会对比自我并提出类似的困惑，
即专业人士在做出交传策略抉择时，到底经历了怎
样的思维过程？
目前，研究译者思维过程一般采用有声思维法
（think-aloud protocols，又称 TAPs）。该方法自上世纪
80年代引入翻译学研究以来，在笔译研究与口译研
究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前者主要见于笔译翻
译过程中涉及的翻译策略、翻译步骤、翻译单位、注
意力分配及有声思维对翻译教学的启示（Dancet te，
1994；Fraser，1996；Wakabayashi，2003；Li，
2011）；而后者则主要见于对口译过程、口译策略和
口译质量三方面的考察（李德超等，2011）。
本研究将借鉴有声思维法以揭示职业译员的思
维过程，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学生译员与职业译
员在汉英交传中的口译策略使用有何区别？ 2）促
使他们使用不同口译策略的原因是什么？研究结论
将对口译教学提供佐证，帮助学生译员了解真实口
译活动过程中职业译员的决策行为，从中获得具体
的口译学习改进方向。 
2. 口译策略研究现状
口译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认知及信息处理过程。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口译策略”一直是口
译研究的重要课题，对其定义、分类及其在口译过
程中的作用有诸多探讨（Seleskovitch，1978；Gile，
2009；Kalina，1998等）。在口译策略分类方面，
Gile（1995，2009）区分了与同声传译相关的三大类
口译策略，即“理解策略”、“预防策略”和“重组
策略”，每类策略之下又有若干种具体的处理方法。
Kalina（1998）把口译策略分为“源语理解策略”与
“译语产出策略” 两大类。
Gile（1995）和 Kalina（1998）对口译策略的分
类均来自研究者的设想或体验，采用了“演绎式”的
研究方法。与之不同，Bartłomiejczyk（2006） 运用了“归
纳法”展开研究，强调从可观察的实证数据中总结
及归类学生译员在实际口译活动中采用的口译策略。
他运用有声思维回溯性口述法对 36名口译高年级学
生展开调查，识别其在英语至波兰语或相反方向的
同声传译中所用的不同策略及使用频率。通过对 683
段有声数据的分析，Bartłomiejczyk总结出了受试者
使用的 21项口译策略，还发现同传过程中受试者的
口译策略会受到不同语言方向的影响。Marta（2012）
则使用问卷法分别调查了两个年级共 15名学生，探
讨不同学习阶段的口译学生遇到的难题及其交传策
略习得过程。Li（2013）通过反省法考察了 41名研
究生三年级口译学生所使用的口译策略类别，以探讨
其策略习得与口译教学之间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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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口译策略的大部分实证研究以同声传译为主，而
针对不同水平译者的交替传译表现的考察较少。
相较之下，国内对口译策略的研究起步较晚。
吕世生（2004）对科技口译中总体策略运用的探讨
是国内最早探讨口译策略的研究之一。他提出，科
技口译时应“采用面向目的语的策略”（2004：26），
但并未阐明这种整体的口译策略如何具体实现。王
绍祥（2004）则以“应变策略”来统称口译策略，
视之为译员“应变能力”的反映。他归纳的五种口
译“应变策略”分别为“洋为中用”、“言内明示”、“以
图代言”、“删繁就简”和“化虚为实”，首次较详细
地论述了在英汉口译中可采用的具体方法（王绍祥，
2004：20-22）。之后的口译策略研究则大多与具体
口译场合相结合，探讨口译员应采纳的有助于双方
克服语言障碍，顺利传达说话者交际意图的方法（张
吉良，2004；沈福卿，2007；宋颉，2008；匡晓文，
2010； 邓礼红，2013）。
国内目前对口译策略的探讨虽在针对具体场合
的口译策略上取得相当的进展，但总体而言，当中不
少研究还是摆脱不了传统译论中的个人经验式和感悟
式的分析和论述方式，鲜见基于一定规模的实证数据
支持的结论。同时，由于对“口译策略”这一概念并
无明确定义，在不同的研究中解读亦不相同：有些学
者把要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建立“主题词汇”等对译
员语言水平的要求认为是口译策略的一种（匡晓文，
2010），有些学者则认为克服怯场心理等对译员的心理
水平要求亦是口译策略（宋颉，2008），这就让目前许
多相关的研究缺乏可比性，亦不能起到互补的作用。 
在综合国内外相关定义的基础上，本研究把口
译策略视为是译员用于解决口译中出现的问题和辅
助完成口译任务的有意识、有目标的决定和行为。
这与译员在口译现场遇到困难时所用的“灵机一动”、
“下意识”的解决办法不同，口译策略应是“有预谋
的决定和行为，用于防止或解决（口译）问题”（Gile，
2009: 201）。同时，本研究亦会借鉴 Bartłomiejczyk
（2006）对口译策略研究采取的“归纳法”，在收集
和分析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探
讨两者对相同材料的汉英口译过程。
3. 实验设计
3.1 受试者
1） 职业译员
根据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的定义，职
业译员是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从业资历，能够提供专
业口译服务的专业人士。在本研究中，“职业译员”
是指：1）在某机构或企业担任口译任务的全职从业
者；或 2）为国际会议等大型口译任务担任交传或
同传超过 100场次的译员。
实验共 9名职业译员参与。至实验开展之时，
所有受试的职业译员均接受过 2年或以上专业国际
会议口译训练，具有 3-5年的从业经验。其中，一部
分译员任职于政府机构或跨国企业，担任专职口译
员；另一部分则在高校担任口译任课老师，均为过
百场次的国际会议担任交传或同传译员。所有职业
译员母语均为汉语，第二语言为英语，其口译活动范
围均主要分布在华南及港澳台地区，所有参与实验
的职业译员均一一编号，记录个人详细信息。
2）学生译员
根据 Sawyer（2004：72）的定义，本研究选取
了 9名入门等级（Program Entry）的本科新手译员，
其特征主要为：1）几乎无口译实践经验，语言转换
不灵活、口译能力有限；2）对口译这一领域不熟悉；
3）口译训练初阶学员，开始接受入门课程。这些学
生译员的语言组合相同（母语汉语、二语英语）。所
有学生均经过入学考试，英语水平一致，具有大约
12年的英语学习和大约 1.55年的口译学习经历。
由于本实验目的在于了解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
在口译策略使用方面的差异，这符合 Gile所述的口
译实验中，受试者应与研究关注的焦点密切相关的
原则（2001：9-10）。
3.2 实验材料
本研究的选材遵循前人（Gile，2009；Liu，
2001/2009；Sawyer，2004）为确保口译实验的可靠
性而提出的选材标准，包括：1）真实会议录音；2）
词汇难度适中；3）内容难度一致；4）口语表达文
本特点；5）语速一致。本次实验所用口译材料为教
育类新闻发布会真实原音语料（表 1）。
表 1 ：实验口译材料背景信息
编号 总字数 总时长 语速（wpm） 每段字数
材料 1 1250 6分 49秒 183 91.41
由于语料取自真实发布会记者问答环节，因而
语料具有明显的口语表达特征，也具备自然断句特
征。同时，题材不含特殊技术词汇或生僻概念，能够
保证材料难度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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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过程
18位受试者逐一接受实验。由于口译即时性特
点，实验采用有声思维中的“回溯性口述”方法，让
译员在口译任务完全结束之后即刻口头报告口译决
策过程。为了使受试者熟悉有声思维工作模式，研
究者事先进行了培训并给予热身练习时间，以便让
受试者自如地表达心中所想。为能更好地排除语言
对有声思维产生的干扰，受试者可任意使用中文或
英文表述。
实验过程全程录音，受试者通过倾听自己的
口译表现来回想口译中的思维过程，可随时暂停播
放其口译录音以描述当时所想，研究者适当提出
问题以澄清受试者所述。TAPs研究证明，这种在
实验中与受试者一问一答，即 “协同翻译”（joint 
translating），导出有声思维数据往往比以个人独自报
告所得的数据更完整、“更为真实”（House，1988：
95）。当受试者完成有声思维报告后，研究者转写所
有音频，并对转写语料进行标记分析。
4. 数据分析及讨论
4.1 学生译员及职业译员交传策略类型 
本研究分析考察实验所得的有声思维语料数据，
发现以下 7种最突出的口译策略。部分策略与 Gile
（1995）和 Bartłomiejczyk（2006）的分类重合，部分
则是基于本次研究的独立发现：
1)信息预测：译员基于背景知识、译前准备、上
下文语境等对源语信息进行预测； 
2)推断联想：根据语境及背景知识，译员对未
听到、有歧义或未记住的信息进行重构；
3)信息重述：无法找到合适词汇时，译员选择
用更长的词组或句子表达单个信息；
4)句子重构：更改原文句子的结构和成分次序；
5)增加重复：译员有意识地选择在原文信息基
础上增加内容或重复；
6)省略删减：译员有意识地选择对原文信息省
略或删减； 
7)自我更正：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对译
文进行更改修正；
8)其他次要策略：包括形象化记忆，延迟（请
发言人继续以帮助全文理解）等等。
4.2 学生译员及职业译员交传策略异同
本次实验共得到 1537条有声思维语段（学生译
员 885；职业译员 652）。去除质量评价、个人感受
等与口译策略无直接关联语段后，共得到 667条有
效语段（学生译员 407；职业译员 260）。将这些语
段分项统计（表 2）可见，在口译策略运用上，两者
在信息增删策略方面差异最大。学生译员采用最多
的口译策略为“省略删减”（48%），而“增加重复”
较少（17%）。这一数据比重与Marta（2012）的研
究发现类似，可见“省略删减”是入门级学生译员
遇到口译问题或困难时最常用的解决方法。相比之
下，职业译员使用最多的策略是“增加重复”（51%）。
这两种口译策略在学生译员和职业译员之间的使用
比例刚好相反。然而，这一结果与 Tiselius & Jenset
（2011）在同传译员资历对比实验中的发现相左。他
们发现在同声传译中，“省略删减”在资深译员和学
生译员当中的比例类似。笔者认为，这或许由同传
与交传工作模式差异所致。  
同时，两者在“推断联想”和“自我更正”的
使用频率上存在差异，在“信息预测”、“信息重述”、
“句子重构”等方面趋同。
表 2 ：基于有声思维语段的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口
译策略对比
口译策略 学生译员 职业译员
预测 1% 2%
推断联想 12% 7%
信息重述 8% 7%
句子重构 9% 8%
增加重复 17% 51%
省略删减 48% 13%
自我更正 2% 8%
其他 3% 3%
4.3 学生译员及职业译员交传策略使用
主观动因分析
1）省略删减
实验数据表明，学生译员较职业译员使用了更
多的“省略删减”策略，这说明双方都会在口译过
程中选择判断繁冗信息，在需要释放压力时对原文
进行裁剪。但有声思维数据对比表明，两者选择“省
略删减”的内在原因不同（表 3）。
表 3 ：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省略删减”
策略使用原因
学生译员 职业译员
争取时间 梳理逻辑
避免重复 避免重复
释放压力 模糊信息明晰化
文化差异 释放压力
语言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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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译员大多是由于认知能力不胜负荷而不得
不把句子的内容简化，如学生译员 1.3提到，“我在
翻译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太绕，就把它丢掉，或者是
压抑自己不要去说它，这样处理句子压力小一些”。
相反，职业译员往往是根据整体的上下文判断出主
干信息之后，简化他 /她认为次要的信息。如职业译
员 3.6提到，“‘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要摆在更加突
出的战略地位’，这一句之后有些内容没有翻出来，
是因为这句话前面的信息处理和逻辑整理已经给我
造成压力了，我干脆就省略了不重要的部分，直接译
主干内容。” 
同时，有相当多的学生译员因“没听到”、“没
记住”、“不会译”等原因而被迫放弃口译某些信息
以继续完成剩余译文。如学生译员 1.10所述，“我
说了‘有大学毕业生和城镇教师去农村当老师’的
时候，就跳到“师范生”那部分，因为我没听到没记
住，所以就直接跳到下一个部分继续译。”而职业译
员则多主动采用“省略删减”策略进行篇章层面的
逻辑梳理和模糊信息明晰化处理。
归纳双方使用这一口译策略的主观动因可以发
现，学生译员主要是在听解表达等过程减压赢时，从
而解决语言转换、口译技巧等技术层面的困难，因而
相对被动；职业译员则更有选择性地通过“省略删
减”来主动梳理逻辑，提取重点，从而有效地重组信
息。正如Marta（2012）研究发现，即便是同样的“省
略删减”策略，不同阶段的译员会因其口译技能训
练及“策略内化”程度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2）增加重复
与“省略删减”相反，学生译员较少使用“增
加重复”策略，而职业译员使用频率较高。如表 4
所示，双方都在梳理逻辑和模糊信息明晰化的情况
下采用了“增加重复”的策略。
表 4 ：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增加重复”
策略使用原因
学生译员 职业译员
梳理逻辑 梳理逻辑
模糊信息明晰化 模糊信息明晰化
缓解紧张 争取时间
保留发言人角色
与学生译员不同的是，职业译员同时还会采取
此策略来保留和凸显发言人的角色。如职业译员 3.1
谈到，“我很喜欢加一个 I,  I think, I believe, I hope
这些，其实原文中没有‘我相信’、‘我认为’、‘我
希望’，但是在翻的时候，我自己加了很多 I。就是如
果发言人是表达他自己看法的时候，我会很强调把
这个‘I’带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学生译员在紧张
焦虑的情况下会选择采用“增加重复”的策略，而
这种做法在职业译员中较为鲜见。例如，学生译员
1.9谈到，“‘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一开始我用到了
critical problem，后来我再次重复说 the critical step 
we need to take，主要可能因为紧张，所以加了一些
信息进去。”而职业译员却通过“增加重复”来争取
时间，比如职业译员 3.3谈到，“这里重复的原因是
因为我看我的笔记，我没有一下子能够看得懂或者
说我没有一下子能够组织得了他说的那个题目怎么
翻，所以我就用重复，争取了一点点时间，然后就把
它翻出来。”
3）句子重构
与“增删策略”类似，“句子重构”策略也为
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在梳理原文逻辑和争取时间以
用来恢复工作记忆时所运用。在记忆负荷超载的情
况下，两者都会采用这一策略来争取时间回忆原文。
如学生译员 1.1说，“第一个姓名我没有听出来，‘最
关键的时刻’这个信息也忘了，所以我就把句子变成
了被动，好留出空间回想其他内容。我换了 structure
是因为我不记得原本的 structure了。” 
但如表 5所示，职业译员有时还会使用该策略
来把原文的长句重构为短句，以减轻认知压力。同
时，职业译员还会使用此策略来让译文更符合目的
语的习惯，而以上这两点是学生译员没有考虑到的。
比如，职业译员 3.11提到，“顺着原文翻的话不是太
顺，英文的表达应该是要分成多个小句。当时我看
着笔记有点被原文绕进去了，所以我就重新说了一
下。”同时，出于目的语使用习惯差异考虑，译员也
通过调整句子结构使译文更地道。如职业译员 3.10
说，“发言人是用问题来表达，‘最关键的问题是什
么？是教师’。我没有用问题来译，直接就用了陈述
句把它的意思带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用疑问句
表达，不是英文中常见的表达方式，中文可能会用自
问自答的方法来强调信息，不一定适用于英文表达，
所以我没有遵循原来的方式。”
表 5 ：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句子重构”
策略使用原因
学生译员 职业译员
逻辑梳理 逻辑梳理
争取时间恢复记忆 争取时间恢复记忆
目的语使用习惯
断句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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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我更正
从表 2看出，职业译员较学生译员有更多的“自
我更正”。换言之，职业译员对口译过程中的自我错
误监控更为敏感，具有力求完整及符合语言表达的
潜意识。比如，职业译员 3.3提到，“‘三十五中’一
开始说 thirty ﬁ fth，后改成 number thirty ﬁ ve，是因为
后者版本似乎更好。”而学生译员使用“自我更正”
策略时，考虑更多的是要更正原来的用词错误，而非
让译文变得更地道。如学生译员 1.10提到，“我第
一次就是想到 achievements，可是又想这个词好像不
太应用于翻译‘贡献’这个词，就加了 contribution
修改。”
5）推断联想
从实验获得的有声思维数据看，“推断联想”的
策略常与“增加重复”同时出现。在策略使用上，
两者都会借助上下文语境和自身的背景知识来推断
原文的隐含意义，或补充更多信息。比如，学生译员
3.8提到，“我为什么会在 teacher前加 rural area，是
因为觉得整篇都是说农村的教师问题，所以就加上
去了。”职业译员 3.1说，“其实我是凭自己的常识，
所以加了 member of state council这一职务”。
6）信息重述
实验数据显示，两者使用 “信息重述”策略的
频率相当，双方都采用该策略以减轻表达负担。学
生译员主要在遇到理解或记忆困难的时候采用“信
息重述”。比如，学生译员 1.7提到“因为不是很理
解或者不太记得原稿才用了自己的语言去表述理解
的意思，但是如果记得原稿或理解原稿，就会跟着原
稿讲了。”学生译员 1.9说，“这里开始听的时候都
没太听到‘尊师重教’，笔记也没记什么，不过就大
概知道他想表达很重视教育，所以就说了点类似的
话。”比较而言，职业译员常常只有在受文化因素的
影响下才会采用该策略。比如职业译员 3.4提到，“‘去
锻炼’ 我译成 to gain experience in the rural schools 就
是处理这种很中国化的表达，去锻炼一般就是去苦
一点的地方，这样解释起来很复杂，观众也不一定能
懂，不想给自己增加太多思维的负担，就用了另一种
表达。”
7）信息预测
在本次研究中，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对“信息
预测”策略使用比例均不高。有声思维数据表明，
该策略的使用原因与“推测”策略类似，亦是基于
上下文语境和译前准备。如职业译员 3.3谈到，“因
为计划名称是根据会议材料事先准备的，所以他讲
到这的时候自己就预料到了。” 
8）其他策略
 除了以上各项口译策略之外，部分学生译员还
使用了“视觉化”策略辅助记忆，比如，学生译员 1.1
提到，“其实这时候脑子里想着的画面就是国家领导
人去接见一群教师的代表，然后和他们握手。翻译
的时候就尝试用文字去描述这个情景。”学生译员 1.2
说，“我都是想着一个场面，联系到特定的环境之下
进行描述。”而部分职业译员亦常用“填充语”策略
来补充言语空白，争取思考时间。比如职业译员 3.4
说，“填充语（filler）是一种习惯，如果我不知道接
下来该说什么，就会先说一些不会错的话，以保持流
畅。”相较而言，学生译员基本不用这种策略。
4.4 讨论
以上对比分析数据显示，除增删策略外，学生译
员与职业译员在其他策略使用频率方面相差并不大。
但双方使用口译策略的原因、目的和运用的场合却
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即便运用同一种口译策略，
职业译员会更倾向于使用该项口译策略解决宏观层
面的语篇逻辑梳理，并能够自如地在关注自身的压
力焦虑程度后进行调适。学生译员虽在语篇连贯性、
逻辑性方面使用口译策略，但其注意力更多放在词
汇表达、记忆提取和精力分配等方面，尚未能自如地
调整口译过程中出现的焦虑状态。Tiselius & Jenset
（2011）等在同传实验中发现，初级学员更受语言层
面约束，而资深译员则更关注口译整体处理。而本
研究亦证明，学生交传能力的习得过程也基本遵循
类似规律。
通过对收集的有声思维数据进一步分析，我们
发现导致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汉英交传策略使用差
异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译前准备
实验发现，大多数学生译员不擅长也较易忽略
译前准备。比如，学生译员 1.2在描述“义务教育教
师绩效工资制度”这一词组的查询过程时说，“我会
首先逐字地查，然后再看如何搭配。”事实上，即便
已经给予译前准备的工具和时间，学生查到单个词
语的英文表述后，也较难选择合适、地道的译文。而
职业译员则往往能通过阅读与口译主题相关的英文
原生文本了解相关知识，并尝试将自己的部分试译
文放到语境中验证搜索，从而判断更为合适的译文
版本。由此看来，要提高学生口译策略运用的有效
性，就有必要先提高学生译员的文献检索和信息筛
选能力。正如 Giulia（2013）指出，是否能够灵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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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译前准备的内容，策略性地将其融合在口译活动
中，这是两者差异之一。
2）笔记与记忆
学生译员仍处于口译入门课程学习阶段，尚未
完全掌握笔记与口译各项精力需求的平衡。因此，
对这一阶段的学生而言，有时候笔记没有起到辅助
记忆作用，反而阻碍了理解和记忆，如学生译员 1.4
所说，“因为有记笔记，我就都听不到，最后就要去
猜一下。”实验过程中发现，受试学生虽然已接受过
无笔记交传训练，但仍倾向于依赖笔记。相较而言，
职业译员的口译过程中，笔记仅起到次要辅助功能，
职业译员 3.5说道：“我不太受笔记的束缚，当时脑
子里理解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因为笔记也会漏东西，
我更多的是靠理解。”正因为笔记与口译各项精力需
求的失衡，学生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常常不善于或忘
记使用已有的参考材料，无法腾出精力看译前准备
材料，从而造成滥用或误用某些口译策略。
3）语言能力
对于入门级学生译员来说，语言能力依然是制
约口译能力发展的绊脚石。在源语输入阶段，虽然
是母语（汉语）译成外语，但由于笔记占用了过多
的精力，学生译员在听的过程中仍然无法完全理解
全部信息，这进一步导致了记忆障碍。而在目的语
输出阶段，部分学生译员受到词汇匮乏的短板影响
明显，如学生译员 1.1说，“这一段其实我是知道要
翻译‘很高的要求、新的要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表达。”我们在有声思维实验数据中发现学生译员有
大量类似的表述。这充分表明，语言能力滞后的确
影响学生译员口译策略的使用及成效。
4）紧张焦虑
由于即时性、高强度的特点，口译活动会使译
员产生压力、焦虑。学生译员在面对口译难点时，较
易产生焦虑情绪。如学生译员 1.3说：“因为我一向
不怎么会翻数字，所以翻这句的时候，我很关注数
字，就完全不记得后面那一小句了。当时一听到数
字我就记下来，并且记的时候就会想是 billion还是
million之类的，于是就听不到后面的了。”学生译员
1.5则在紧张时会不自觉地把笔盖盖上后才集中注意
力听原文，摘下笔盖写笔记，他解释道：“我也不知
道。可能是缓解紧张，我有个习惯，就是比较紧张的
时候，会玩我的手、或者是手里拿着的东西，所以就
会盖笔。我一看到数字就很紧张，所以脑子就不动
了，最大的问题是听不到。”这些有声思维数据显示，
学生译员的焦虑是如此之高，甚至令他们完全忘记
使用口译策略。
而相比之下，职业译员则会通过使用口译策略
来达到灵活自我减负的目的。比如职业译员 3.4提
到“因为我想更具体，就宁愿重复，而且这样可以给
我争取一些时间，我会想想有没有什么没说到的。”
而职业译员 3.3 也谈到，“我没有一下子能够看得懂
或者说没有一下子能够组织得了那个题目的译文，
所以我就用重复，争取了一点点时间，然后翻出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Ivars and Calatayud（2001）
的结论，即在合理使用口译策略的情况下，交传译员
的表现与焦虑等级无相关。
5）听众意识
比对有声思维数据还可发现，职业译员普遍具
有敏感的听众意识，在运用策略时会考虑到所传达
信息的可接受性，而学生译员则较少有类似的考虑。
职业译员 3.4提到：“最后一句没有译，因为他刚才已
经强调很多遍了，也没记，但我觉得应该要译出来，
因为这可能是他的态度吧！可能在记者招待会这种
场合不应该这样。”职业译员 3.5提到：“因为他有三
样东西嘛。一个是 20万大学生、一个是城镇教师、
另外一个就是师范生到农村，所以我就想要把‘第
三个’这个概念讲出来。我讲到 the third initiative，
别人就会知道前面有两个举措，而且这样连接会比
你把三样东西抛出来清晰很多。如果你只是讲“毕
业生支援支教”可能人家会不太清晰。”正因为“听
众意识”的导引，职业译员才能够更自如地“脱离
源语外壳”，将源语信息（而非形式）传递给听众。
5. 结语
研究发现，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在汉英交传中
有 7种常用口译策略，占了全部策略的 97%。学生
译员最常用的策略为“省略删减”，而职业译员最常
用的策略为“增加重复”。除这两种策略外，其余策
略的运用在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之间相差较小（1%
至 6%不等）。但即便是使用同一种策略，两者的使
用动机和目的存在较大区别。概括起来，学生译员
主要是由于自身认知负荷或能力所限而不得不“被
动”采取口译策略；职业译员的策略使用则是出于
让译出语更为地道、更灵活分配认知处理能力和让
听众更好地理解主要信息而“主动”采取的前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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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双方策略运用有别的原因主要与译前准备、笔
记与记忆、语言能力、紧张焦虑和听众意识有关。与
学生译员相比，职业译员在口译过程的理解、转换、
产出等各个环节均具备更娴熟的口译策略能力。更
重要的是，他们的专业技能（expertise）不在于口译
策略习得本身，“而在于口译过程中管控策略的能力”
（Liu ，2008：176）。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
金项目（15YJC740086）、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人文
社科重大科研项目（2014WZDXM018）、广东省高
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项目（GWTP-BS-2014-27）、广
外青年联合基金项目（13s16）和香港理工大学项目
（LTG09-12/SS/CBS、A-PC1M）的资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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